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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學術人》(Homo Academicus)導讀

黃庭康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布爾迪厄的《學術人》一書是他其中一部主要的教育社會學作品。該書的法文版於一九八四年出版。四年後英文版面世，由Polity Press出版。布氏《學術人》一書以法國高等教育體系為研究對象，內容涉及不同等級學校教授與學生的出身背景、大學與階級再製、大學內部的權力關係、高等教育的再製(reproduction)模式、以及教授們的政治行為等。

《學術人》一書的價值可以分為幾方面。首先，傳統上教育社會學一般以中、小學為研究的對象。就是研究大學，焦點也偏重於學生，極少深入剖析教授。這是教育社會學發展的一大遺憾，因為高等教育的教研人員扮演文化生產及再製(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的重要角色，對他們認識不足有礙我們對教育與權力的了解。《學術人》一書填補教育社會學的這一個重要的空白，也打破了不少我們對大學的迷思。
 其次，布爾迪厄與不少晚近的教育社會學學者一樣，都注意到教育體系的矛盾性格---它一方面灌輸保守的意識型態、維持不平等的社會現狀；但同時又鼓吹批判、懷疑既有的權力關係(Apple, 1985; Carnoy and Levin, 1985)。《學術人》一書的其中一大貢獻就是以布爾迪厄之前發展出的資本(capital)、場域(field)、生存心態(habitus)、及策略(strategy)等概念解釋大學這矛盾的性格。布氏以各類型大學教授所擁有的資本、在場域所占的位置、他們的生存心態、及由此而衍生的策略解釋為何有些教授傾向保守、有些教授思想離經叛道。此外，《學術人》一書亦豐富了關於教育體系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討論。自從鮑爾斯與堅迪斯(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於一九七六年出版《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後，批判取向的教育社會學學者一直為了對抗符應理論(correspondence theory)而討論教育體系的相對自主性(Apple, 1979, 1985, 1993; Bernstein, 1986, 1996; Girous, 1983; Willis, 1977)。布爾迪厄討論教授及學生在大學場域的位置如何中介(mediate)他們的政治立場、各系所的內部結構的差別如何導致它們對外在衝擊(例如高等教育普及化及社會運動)作出不同的反應。這些分析開拓了更多思考學校與社會關係的方向。

布爾迪厄原來的學術訓練是哲學。因此他的教育社會學研究是與他的實踐哲學(philosophy of practice)不可分割的。

從實踐哲學到學術人研究

布爾迪厄理論的其中一個起始點是對「客觀主義」(objectivism)及「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思考。抱「客觀主義」立場者---例如在法國與布氏大致同年代的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及利維斯陀(Claude Levi-strauss)---認為社會是由外在於行動者的客觀結構因素所決定的。主觀主義者---例如沙特(Jean Paul Sartre)---則相信人的主體性及自由意志的作用。布爾迪厄的實踐哲學試圖超越「客觀主義」及「主觀主義」的二元對立(Grentell and James, 1998, pp. 8-9)。他批評「客觀主義」導致不行動(inaction)。因為一旦相信客觀結構的決定性作用，人們便容易放棄採取主動的行動改變不理想的社會處境。為了擺脫客觀主義的缺點，布氏提出了「反思的客觀性」(reflective objectivity)的概念。他承認客觀環境的影響，然而卻指出客觀結構是通過人們的實踐(practice)才能繼續維持及運作(Ibid., pp. 12-3)。為了避免因矯枉過正而落入「主觀主義」的陷阱，布氏提出了「生存心態」(habitus)的概念。他認為實踐並非完全出於人的自由意志，因為外在的客觀環境早已通過過去的經驗在人們的內在形成了感知(perception)及思維的歸類系統(schema)。在一般情況下，「生存心態」會衍生有助客觀社會結構再製的實踐活動(Ibid., p. 14)。然而，布爾迪厄一再聲稱他並非決定論者，因為「生存心態」是可以通過批判反思而改變的。

  　布爾迪厄的哲學立場應用在社會學的分析有什麼意義呢？布氏認為一切社會都存在剝削與宰制，一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都必須依靠「符號暴力」(symbolize violence)維持。符號暴力的特點是把隨意的(arbitrary)歸類(classification)及等級(hierarchization)系統自然化(naturalize)，從而使宰制的關係合理化(Bourdieu, 1990)。舉例而言，在台灣不少人認為原住民語言地位是「最低」的、台語相對地「較高」、中文國語「更高」、英語是「最高」。這種歸類及等級系統就是符號暴力，因為它是隨意的，並非從具有普遍性的原則引申出來的。布爾迪厄認為符號暴力運作的先決條件是把外在的、隨意的歸類及等級系統內化(internalize)成為行動者的生存心態。這轉化的過程必須通過「符號勞動」(symbolic labor)把權力關係轉變成看似是與利益無關的(disinterested)(Swartz, 1997, p. 44)。

　　在現代社會中，高等教育體制是其中一個符號暴力的主要執行者。因為人們一般相信大學是中立的，學者的使命是追求真理、促進社會整體利益(universal interests) (Bourdieu,1988, xii)。這種迷思掩蓋了大學保護特殊利益(particular interests)的事實，因為高等教育體系真正的功能是(一)保存，傳授，及神聖化(consecrate)有利維持既有權力關係的文化傳統；(二)維持或擴大文化資本的不平等；及(三)掩蓋學校的社會再製功能，以便行使符號暴力(Bourdieu, 1977, 1990; Swartz, 1997, pp. 190-91)。布氏認為我們對大學的「誤認」(misrecognition)是我們生存心態的一部份。為了對抗這迷思---及其所隱藏的不平等社會關係---社會學家有必要對高等教育作批判省思。《學術人》一書是這實踐旨趣(interest)的產品。

　　布爾迪厄在該書的英文版序言中一再強調對高等教育的批判反思並非對科學作虛無主義式的攻擊(nihilistic attack)。相反，這是為了要瞭解知識生產的社會世界，進而掌控(gain control)影響知識論述以及社會生活的條件(Bourdieu, 1988, p. xiii)。然而，因為社會學者本身是高等教育體系的一份子，對學術圈進行批判反思必然會導致兩大難題。一方面布氏可預見他的分析必然會引起學術同行的不滿。另一方面社會學者要跳出原本熟悉的生活世界，以外來者的眼光觀察影響學術人的客觀的結構性因素。這就是他所講的「把熟悉的事物變得新鮮的異國風情」(exoticize the familiar) (Ibid., pp. xi-xii)。布爾迪厄相信「場域」(field)的概念可以幫助研究工作者以新穎的眼光觀察熟悉的學術界。

從場域到大學場域

  
在布爾迪厄的著作中，場域一般被理解作「相關位置客觀關係的網絡」。行動者在場域中所佔據的位置是由他們所擁有的資本(capital)的總量(volume)及類型(types)而決定的。不同行動者資本的差別其實也是權力的關係，因為它決定了主導的(dominant)及被支配的(dominated)位置的分配，也影響著行動者進一步爭取利益的機會(Grentell and James, 1998, pp. 15-16)。布爾迪厄雖然承認資本的多樣性，他認為最主要的還是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及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Swartz, 1997, pp. 154-55)。因此，個人在社會階級場域的位置基本上是受到他擁有這兩類型資本的總量及相對比重所決定的。

布爾迪厄認為社會整體應被看成是社會空間(social space)或社會階級場域(field of social classes)。他指出法國社會基本上可分成三大階級，它們是(一)擁有大量資本的主導階級(dominant class)；(二)擁有中量資本的中產階級；及(三)只有少量資本的低下階層。然而，每個階層又可按成員們經濟資本及文化資本的相對比重而劃分不同的階級部分(class fractions)。舉例說，主導階層中的大企業家擁有極豐富的經濟資本，然而文化資本相對較少。然而，同一階層的名作家、大學教授，及藝術家等則剛好相反----他們的文化資本極豐厚，然而經濟資本卻相對較少。布爾迪厄把以經濟資本為主的稱為「主導階層的主導部分」(the dominant fraction of the dominant class)；以文化資本為主的則是「主導階層的被支配部分」(the subordinated fraction of the dominant class)(Swartz, 1997, pp. 158-60)。

布氏認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整體的社會空間或階級場域會發展出其他的場域(例如藝術場域，文藝場域….等等)。這些場域雖然受到整體的「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的影響，
 然而它們的成熟發展意味著它們擁有愈來愈多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布爾迪厄注意到十九世紀「大學場域」(university field)或「高等教育場域」(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也有類似的發展----最早的時候大學教授是由掌握政治權力者任命，為政治權力服務；其後大學自行聘用教授，大學的教研人員變得專業化。他們以從事獨立研究、發掘真理為己任，甚至往往與統治者格格不入(Bourdieu, 1988, p. 37)。

布爾迪厄無疑認為大學場域在整體的社會空間中佔據著「主導階層的被支配」的位置。因為大學教授的權力源自豐厚的文化資本。然而，布爾迪厄進一步將文化資本細分，把「主導階層的被支配」作進一步的區別。他指出大學教授的地位相對上較作家及藝術家依靠「制度化了的文化資本」(institutionalized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
 這類型的文化資本使他們傾向有「科層式的的職業生涯」(bureaucratic career)與固定的收入。因此，跟作家及藝術家相比，大學教授比較類似高級的公務人員，他們在文化生產場域中佔領著與世俗權力(temporal power)關係較密切的位置。
 大學場域在整體社會空間的位置影響著學術人與現實社會秩序的關係----布爾迪厄的研究發現大學教授比作家及藝術家等願意結婚及生育兒女。這意味著他們是相對而言較被整合(integrated)到現存的社會關係的(Bourdieu, 1988, pp. 36-37)。大學教授與現實社會的連繫一定程度上導致他們的保守性，這當然會影響到他們的文化生產活動。

  　布爾迪厄深知學術界並非單一同質的(homogenous)的群體，他注意到大學場域的內在差異。布氏指出任何場域與整體的階級場域都有一些相同點。比方說，它們的內部存在著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對立。在任何的場域內總是有一端是「經濟主導文化從屬的」(economically dominant and culturally dominated)，另一端是「文化主導經濟從屬」(culturally dominant and economically dominated)。布爾迪厄稱各場域的這相似性為「類同的結構」(homologous structure)(Swartz, 1997, pp. 138-40)。跟其他場域一樣，法國的大學場域亦存在這種結構。舉例說，法學院及醫學院的地位主要是基於它們與外在的俗世權力(例如國家、企業，與其他的政治勢力)的關係，
它們相對是沒有那麼重視學術研究的突破。因此，它們是屬於大學場域的世俗性主導部分(temporally dominant fraction)。相反的，文學院及理學院與外在經濟及政治權力的關係較疏離，它們較傾向追求知識的創新。因此，文、理學院是大學場域的文化主導部分(culturally dominant fraction)(Bourdieu, 1988, p. 41)。

大學場域與階級再製

大學場域的世俗及文化兩極不單與權力場域有結構性的類同(structural homology)，它通過對成員的選拔(selection)及教導(indoctrination)，再製了權力場域的階級關係。因為統計資料顯示法學院及醫學院的教授及學生較多來自主導階層的主導部分；文學院及理學院的則較多是出身於主導階層的從屬部分。(布爾迪厄指出一個有趣的事實：文學院教授有23.3﹪的父親亦是大學教授；但醫學院只有約10%)(Ibid., p. 41)。布爾迪厄從學院的差別推論大學場域存在兩大敵對的分層或合理化原則(principles of hierarchization or legitimation)---「社會等級」(social hierarchy)及「文化等級」(cultural hierarchy)。「社會等級」的分層標準是經濟及政治資本；它意味著大學場域對俗世的權力的依賴。「文化等級」是科學權威與學術聲望的資本；它代表了大學對自主權的執著(Ibid., pp. 47-48)。。

「社會等級」及「文化等級」大致上是相當於「整合」(integration)及

「抽離」 (detachment)的二元對立。「整合」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認同；「抽離」則剛好相反，是對現存社會的批判。法學院及醫學院的教授傾向整合於社會，因為他們的專業主要是應用己有的法律及醫學知識把混亂的秩序恢復「正常」----前者是指法律的秩序；後者指的是類似傅科(Michael Foucault)所講的「醫療秩序」(Medical Order)。文、理學院(特別是理學院)剛好相反，因為它們重視學術研究、鼓勵創新、以及超越既有的想法。因此教授們也傾向對現存採取抽離的態度。法、醫學院教授在整體生活上也顯得較為融入現有的社會秩序----他們較為活躍於保守的羅馬天主教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在學術圈外擁有更多的政治及經濟權力，以及較願意生兒育女。兩大分層原則對立顯示了整體社會場域中經濟權力與文化權力的對抗亦存在於以文化再製與生產為目的的大學場域中(Ibid., pp. 47-51)。

　　布爾迪厄比較大學場域中支持兩類分層原則者過去及現在與權力場域的關係。他發現不少文、理學院教授出身自較低的社會階層，他們缺乏經濟資本、社會關係(資本)、以及與有權勢者建立關係所需的文化資本，所以幾乎是單靠學業成就爬升到主導階層的位置----布爾迪厄發現文、理學院教授中學階級的成績較法、醫學院的為優勝；他們傾向全力投資在大學場域，較少在其他領域(例如經濟及政治)建立權力。相反地，法學院大部分教授來自布爾喬亞階層(bourgeois class)，他們傾向結合大學所賦予的權威與在外的政商關係建立權力。根據以上的分析，文、理學院教授的思想較傾向於「離經叛道」(heresy)，因為他們在權力場域中是屬於社會權力居下風，但在知性上卻占主導的位置(socially subordinate, but intellectually dominant)(Ibid., p. 52)。
  
布爾迪厄對上述大學場域與權力場域的結構性同種異類關係還有另一個解釋。他認為大學場域「社會」及「文化」兩類分層原則所要求的文化資本是相迥異的。比方說，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律師不能單靠熟讀客觀的法律條文，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場域所要求的說話談吐與人際技巧。布氏認為後者的訓練是來自家庭出身，長時間的耳濡目染，而非依靠正式的、有客觀程序可依從的訓練。相反，從事科學研究是較有客觀化的、正式的(formalized)程序可依循。因此，出身於家庭文化資本較差的學生不易成為優秀的律師；然而他們比較可能過不斷努力，按部就班的在學校學會從事科學研究的技巧(Ibid., pp. 58-9)。

上述「社會」及「文化」兩分層原則的衝突不單存在於學院之間，也存在於學院之內。以醫學院來說，教導學生作臨床執業者(clinical practitioners)與從事基礎醫學研究的教授就是明顯的例子。前者較多出身於「主導階層的主導部分」，與大學場域以外的俗世權力關係較密切，政治態度較保守；從事醫學研究者家庭出身較差，缺乏對外的政經關係，政治態度較左傾(Ibid., pp. 59-61)。

布爾迪厄引用康德(Immanuel Kant)「上級職別」(the higher faculty)及「下級職別」(the lower faculty)的概念進一步分析「社會」及「文化」兩大分層原則。「上級職別」的功能是替政府向人民施行最強與最持久的(the strongest and the most durable)的影響。協助執行這任務者(例如大學場域的法學院及醫學院)是較直接受政府影響，他們相對而言缺乏自主性的。「下級職別」與世俗權力疏遠，它根據自己的律則(law)行事。大學場域中的理學院及文學院是這方面的代表。由於大學場域中負責「上級職別」的學科主要的任務是培養不懂懷疑的執行者，它們選拔教師及學生時極為看重候選人的「生存心態」是否與學院原有的目標相符合。它們會先發制人的把有異端(heretical)思想的候選人排除。相對而言，文、理學院因為較不受世俗權力的約束，它們選拔教授及學生時較為開放，它們較可能接受有個性、思想獨特者(Ibid., pp. 62-5)。

上文討論了法、醫及文、理學院的差別，那麼，社會科學又如何呢？布爾思厄認為社會科學在法國高等教育場域取得合法地位的結果是加劇了「上級職別」與「下級職別」的對立。歷史顯示社會科學的出現是為了向國家提供統治所需的、有關社會的知識(Bourdieu, 1999, p. 56)。從這點而言它是扮演「上級職別」的角色。然而，社會科學也有「下級職別」的特點。因為不少社會科學學者都強調學科的自主性，以對社會進行獨立的、科學的研究為使命。此外，社會科學研究往往打破了國家對社會論述的壟斷(Bourdieu, 1988, pp. 68-69)。

權力、文化再製及生產

布爾迪厄一直強調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這一特點導致高等教育機構相當程度上掌控了自我再製(self reproduction)的過程，也帶來了大學場域權力的進一步分化。大學場域有所謂「學術權力」(academic power)，擁有這種權力者控制了場域中其他參與者的遴選、升遷、以及事業發展(career)。這類權力的基礎是對場其他中位置及位置佔據者的掌控，它屬於組織再製的權力(Ibid., p. 84)。與「學術權力」相對的是「科學權力及聲望」(scientific power and intellectual renown)。布爾思厄把它定義為對學術研究資源的掌控，在科學界的聲望，以及為受過教育的公眾(educated public)所認識的程度(Swartz, 1997, p. 241)。不同學院對這兩種權力的重視程度是有差別的。一般而言，理學院較強調學術研究，它們相對重視「科學權力及聲望」，因而把注重累積「學術權力」的行政人員(例如系主任，學院院長，及校長等)看成是較次等的。然而在法學院及醫學院，權力分配的原則較不重視學術研究的成就，因此累積「學術權力」者得到的負面評價較少，願意投資在這方面的教授也較多(Bourdieu, 1988, pp. 73-74)。

「學術權力」類似韋伯(Max Weber)所講的法理理性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它是由大學的明文章程賦予在科層占決策位置者的，跟個人的才能沒有必然的關係。由於這類權力的基礎是科層的等級制度，權力層級的距離以年資、年齡計算，「學術權力」的競逐者必須懂得專重科層的年資差距。這導致掌握「學術權力」者的保守傾向(Ibid., p. 84)。
 此外，「學術權力」的累積必須投資大量的時間，它與「科學權力及聲望」的建立存在嚴重的衝突。因此，估計自己有條件在學術研究追求突破的教授大都不願意投資累積「學術權力」。結果是不少選擇累積「學術權力」者都是估計自己在學術研究不會有甚麼成就的。這造成了大都份在大學場域掌握行政位置者在內心深處對學術研究創新(文化生產)的抗拒(Ibid., pp. 95-99)。

競逐「學術權力」者與整體社會權力場域的關係又如何呢？布爾迪厄認為他們大多數是來自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geoisie)背景的。根據布氏的分析，小資產階級屬於中產階級的其中一個部份(fraction)。他們跟「主導階層的從屬部份」一樣缺乏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然而，他們的文化資本都比「主導階層從屬部份」少很多。他們完全依靠學業成就爬升到大學教授的位置。對他們而言「大學場域」是他們唯一的「救贖」----布爾迪厄尖酸刻薄的稱他們為學院中的「修士」(oblates)。
 然而，因為他們的出身是小資產階級，所繼承的文化資本並不豐厚，學術研究創新的能力有限。對大學場域的絕對忠誠加上缺乏累積「科學權力及聲望」的條件使他們選擇以「學術權力」為目標。「學術權力」擁有者不單再製大學體制，相對薄弱的文化資本使他們的學術工作亦充滿保守性格。比方說，他們較傾向於從事教科書、字辭典、及其他工具書籍的編寫，較少進行有原創性的研究。他們容易把自己所熟悉的一套看成是絕對唯一的，因此他們的教學及學術作品限制學生及讀者的視野，甚至鼓勵對另類的(alternative)文化世界(cultural world)無知、甚至敵視。用布爾迪厄的話，他們是進行文化再製(reproduction)而非文化生產(Ibid., pp. 100-2)。

布爾迪厄發現在文學院的正典學科(canonical discipline)---例如法國文學，哲學經典等----與「學術權力」的相容性較高。這些科目傳統上是被用作傳授法國傳統文化的，本來就具有濃厚的文化再製的味道。此外，不少正典科目也是中學的學科，大學中相關的科系的訓練須與中學的教學及考試配合，這進一步加深了保守的格局(Ibid., p. 101)。習慣文化再製、以正統文化自居者當然較容易適應保守的「學術權力」世界。

與上述以文化再製為主者相反的是大學場域中一群全心投入研究工作的教授。他們比較集中在較邊緣化的學術機構(例如在巴黎以外地區新成立的大學)，新成立的學系(例如社會學、語言學、印度研究、漢學、及埃及學(Egyptology)等)，及以革新方式進行研究的傳統學科(例如強調社會史取向的歷史學系)(Ibid., pp. 105-06)。他們處在邊緣位置，使他們幾乎不必受到權力場域再製機製的約束。位於邊緣的學術機構較容易接受罕為人知或早已被遺忘的學科。此外，新的學科一般都不是中學課程的科目。這使新興的科系不必顧慮與中學教育的銜接。結果是讓教授們可以較自由地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在其他地方不易進行的研究課題(Ibid., p. 107)。
 選擇累積「科學權力及學術聲望」者一般出身家庭的文化資本較「學術權力」競逐者遠為豐厚。一方面是因為來自「主導階層中從屬部份」者較有文化資本從事原創性的研究。另一面是因為追求學術創新是帶有風險的，出身「小資產階級」的教授一般而言較來自「主導階層從屬部份」者不能承受風險(Ibid., p. 109)。

布爾迪厄雖然肯定了邊緣學術機構鼓勵學術研究的創新，然而他也注意到「二線學院」的一些問題。這些學院有可能鼓勵教授們(特別是原來對學術研究沒有強烈使命感者)以追求學術創新為名出產浮誇的、淺薄的、嘩眾取寵的作品。它們亦有可能讓一些投機取巧的教授不擇手段的爭取對外的知名度，結果是損害了大學的自主性。布爾迪厄不留情面地批評這些教授參與「文化的媒體主義」(cultural journalism)(Ibid., pp. 111-12)。

大學場域中負責文化再製的「修士」與從事文化生產的「離經叛道」者雖然表面上格格不入，但實際上兩者是有著共賴互補的「共謀」(complicity)關係。因為敵對的雙方都通過對方來定義自己。此外，大學場域多個權力原則的存在亦有助避免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講的「全部對抗全部」(all against all)的悲慘局面。因為不同的教授可按自己的資本選擇適合的策略爭取較有可能爭取到手的權力。最終使沒有能力從事學術研究的教授也能獲得意義重大的「安慰獎」(Ibid., pp. 112-14)。

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與普及教育的衝擊

布爾迪厄認為大學場域主要從下列三方面顯示它的相對自主性：

(1) 高等教育場域內在結構中介(mediate)了外在因素對它的衝擊；
(2) 教授及學生在大學場域的位置中介了他們的政治立場；
(3) 大學場域導致其他場域的危機，最終促成了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他在《學術人》一書中以法國戰後高等教育由精英邁向普及化的歷史個案為例解釋第一點。五、六零年代大學生人數大增，這結果是改變了教授的數量、以及各等級的教授及各學院之間的權力關係。然而，要全面地評估學生人數急劇增長的影響，我們必須先了解各學院的內在變項(internal variables)----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學院自我再製的機制，比如說它們取錄學生、教師選拔及升等的規則。因為這些內在因素導致有些學府沒有受到普及化的影響，有些院系因學生人數激增而獲得利益，另一些系所的內在平衡卻被打敗、出現嚴重的再製危機(Ibid., pp. 128-29)。

   布爾迪厄認為高等教育擴充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大學職位的增加，以及加速了部分教授升等的機會。然而，這轉變也導致教員的短缺，迫使大學放鬆選擇教授的標準，結果是危害了教授隊伍的再製。然而，不同的學府、學院、及科系再製危機(crisis in reproduction)的嚴重程度因下列三大因素而有所差別：

(1) 學生增長的速度：一般而言，學生數目增加的速度愈快，擴大教師隊伍的壓力愈大，再製的平衡愈容易被打破；

(2) 教授候補隊伍中擁有國家高等會考資格(agreges)者的比例：在這方面比例較高的科系一般較易找到與原來教授學術訓練與「生存心態」接近者任教，因此較容易維持再製原有的教授隊伍；

(3) 學系中老資格教授是否傾向單從擁有相同學術訓練背景的高學歷者選擇教授生力軍。一般而言，正途出身、擁有高學歷的老資格教授也較願意挑選與自己在這方面類似者任教(Ibid., pp. 135-36)。

布爾迪厄發現在大學場域處不同位置的學院及科系在這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別。整體而言，愈是歷史悠久的、位於巴黎的傳統名牌學院學生數目愈不受教育普及化影響。因此，它們較少出現因為教授隊伍擴大所導致的再製危機。其次，法、醫學院學生人數擴張的速度遠較文、理學院為慢，所以它們所受的影響也較 少。
 傳統的正典學科(canonical disciplines)與新興學科在上述三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傳統學科一般擴張的速度較慢，有較龐大的教授候補隊伍。
 此外，因為新興學科許多教授都並非「正途出身」，他們所聘的新老師來源亦較雜。
 這些因素導致新興的學科及位於較邊緣位置的學府較易因教育普及化而出現再製危機(Ibid., p. 136)。
正典學科在需要擴大教授隊伍的人數時往往需要放棄一些較次要的考慮條件(例如應聘者的年齡、性別等)。然而，它們總是可以較容易的從龐大的候補隊伍中挑選到在相關科系拿到高學歷者。結果，它們可以繼續排斥「非正式出身」的、思想「離經叛道」之士，科系及教授團體的再製亦較容易維持(Ibid., pp. 140-1)。

在普及化之前大學場域的延續有賴教授們「學術生存心態」(academic habitus)的穩定性及同一性。「學術生存心態」使教授們肯定在學術崗位工作的價值，又使他們不自覺地遵守有助維持學院正常運作的隱性的規則(explicit rules)。舉例而言，大學場域有不成文的規則界定了常態的事業發展軌跡(modal trajectory)。這些規則內化(internalize)成「學術生存心態」，使不同年齡及職級的教授都知道他們在現階段的崗位上可以合理地期望的回報，以及大約估計晉升所需等待的時間。這時序結構(temporal structure)排除了教授們不切實際的期望。然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破壞了教授隊伍「學術生存心態」的穩定性及同一性。首先，新聘的教授很快發現在大學任職的回報並沒有之前所想那麼高。因為隨著大學數量增加，教授人數不斷擴大，在大學任教的社會聲望比以前下降。此外，由於大學須在短時間增聘大量的教員，助理教授等級的人數甚多，其中大部分都極難有晉升的機會。這打破了原有的時序結構。再者，短時間增聘大量教授也容易引入對學術界理念不太認同者(Ibid., p. 145)。這些問題當然較容易在邊緣的學院及新興的學科出現。

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與群眾運動
布爾迪厄在《學術人》一書以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國的群眾運動(以下稱「五月風暴」)解釋教授及學生在大學場域的位置如何中介了他們的政治立場，以及大學如何促成社會運動。當時法國人民因為對國內貧窮、失業、及戴高樂總統(Charles de Gaulle)的保守政策不滿而引發群眾運動爭取徹底的社會改革。運動發展至最高峰時，估計有一千萬工人罷工，大學被激進的學生佔領，也有為數不少的教授公開支持群眾運動。布爾迪厄發現文、理學院的教授比法、醫學院的傾向支持學生的抗爭，因為前者與外在的世俗權力距離較遠。平常努力追求學術研究突破(文化生產)的教授比只注重教學(文化再製)的對社會運動較持肯定的態度。因為從事文化再製的活動強化了後者的保守性格(Swartz, 1997, p. 245)。

布爾迪厄對「五月風暴」的分析主要是為進一步闡明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在這次事件中，他認為大學場域並非單純的被外在的因素扯進群眾與當權者的鬥爭。相反的，高等教育無法自外於「五月風暴」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內部出現了自我再製(self-reproduction)的困境。此外，布爾迪厄認為要了解「五月風暴」的成因，我們必須分析高等教育場域的外在影響。因為大學相當程度上促成了其他場域的危機，最終導致社會總體危機的爆發(Bourdieu, 1988, p. 161)。
「五月風暴」爆發前法國高等教育普及化明顯地導致了學歷文憑的貶值以及整體性的階級地位下降(generalized down classing)。在還未適應這新局面之前，不少擁有高學歷者的期望及實際機會都存在重大的落差(Ibid., p. 163)。這是大學場域促成五月風暴的其中一個因素。然而，大學場域不同部份危機的嚴重程度有所差別。一般而言，法國高等教育最頂級的學府 grandes ecoles比較大學能抵抗擴張的壓力。因此它們的畢業學生人數增長較輕微，學歷文憑貶值的輻度也較小。以大學內部而言，法、醫學院及傳統學科擴張的速度遠慢於文學院及理學院及新設的學科。因此，文、理學院學生較有可能在畢業後要面對文憑貶值所帶來的挫敗感(Ibid., pp. 164-5)。不消說他們遠較法、醫學院及傳統學科的學生傾向於支持群眾抗爭。 

除了較容易受到文憑貶值的沖擊，新興學科的另外兩大特徵也導致它們傾向支持「五月風暴」。首先，許多新興的科系(例如社會學系及心理學系)取錄的學生一般都是學業成績較差的。這群學生中有部份是來自不錯的階級背景。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新興科系與就業機會的關係含糊不清，
 也使它們的學生不容易按實際情況調整自己的期望。結果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對現實愈是不滿。其次，如上文所言，新興學科在短時間急劇擴張，加上缺乏本科訓練的、擁有高學歷的教授候補隊伍，它們聘用了大量來源複雜者為教授。其中有部份的新聘教師本來就對學術沒有太大認同。他們因為欠缺normalian及國家高等會考(agreges)等學歷，升等的機會渺茫。因此，這些教授傾向於反對大學既有的遊戲規則。當激進的學生發動衝擊大學時，他們當然迫不及待的要表態支持(Ibid., p. 172)。當然，來自新興科系的學生及教授對「五月風暴」的反應並非全是一致的----許多出身寒微的學生及教授對該群眾運動抱有保留的態度。因為縱然大學文憑的價值下降，在大學任教前景沒有之前想像般光明，但能夠在大學讀書及任職，對他而言已是極富價值的象徵性回報(symbolic remuneration)(Ibid., pp. 166-67)。

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大學又通過對其他場域的影響而促成「五月風暴」的出現。如上所述，布爾迪厄認為「五月風暴」是因為多個相對自主場域的危機巧合匯聚(synchronize)的結果。大學場域的再製危機一定程度上導致其他場域的危機。舉例而言，五、六零年代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急劇擴張、加上新興學科的出現製造了大量的畢業生。其中不少投身媒體、大眾消費文化生產及傳播的工作。他們在大學接受了認為文化領域應追求理想、擁有自主性的想法。然而置身於科層化的、以追求利潤為最高目標的文化企業，他們深感自主性被扼殺。這形成了強烈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心理。
 因此，當外部出現不滿既有社會秩序的聲音時，他們便積極表示支持(Ibid., pp. 174-75)。


由於教授與學生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大學場域的危機而支持五月的抗爭，他們與群眾運動的關係是脆弱而不穩定的。大學的知識份子支持工人群眾，只是因為彼此都是處於結構類同的位置(structurally homologous positions)---前者在文化領域被壓迫、後者在經濟生產的場域---並非因為彼此具有共同的被壓迫的階級經驗。普羅大眾參與社會運動主要是要改善物質生活條件，知識份子很容易對工人階級的普羅物質主義(popular materialism)感厭倦(Swartz, 1997, pp. 237-38)。

� 2002年RoutledgeFalmer出版的教育社會學百科全書(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 Encyclopedia)內有數章是回顧(review)教育社會學對高等教育的研究。從該書可見相關研究的焦點主要是探討不同背景的學生上大學的機會、畢業後的出路、各國高等教育制度的演變等問題，幾乎沒有學者研究大學教授(Levinson, Cookson, and Sadovnik, 2002)。教育社會學學者較少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可能是因為他們本身也是大學教研人員，他們也害怕揭露大學不純潔的一面，得罪自己的同行。就好比教會不太願意研究教會史。


� 布爾迪厄當然知道階級只是社會分化(social division)的其中一種，其他的社會群體(social grouping)---例如族群及國族的(ethnic and national)---也有可能是衝突的源頭。然而他始終認為階級---以經濟及文化資本作劃分的---才是最重要的，以階級為動員基礎的社會運動較具穩定性。相比之下，族群及國族群體往往因成員之間經濟及文化資本的差異而分裂(Bourdieu, 1985, p. 726)。


� 從布爾迪厄的階級場域分析可見他反對將階級單純地理解為經濟生產所導致的等級關係。他認為社會階級的根源是各類型資本的不平均分佈，經濟資本只屬其中一種(Swartz, 1997, p. 146)。有學者認為布氏將以經濟資本為主的稱為「主導階層的主導部份」意味著他認為經濟比文化重要。然而，布爾迪厄經常強調經濟的主導階級需要「主導階層從屬部份」的符號勞動協助合法化(legitimate)他們的優越位置。他又一再指出階級鬥爭的核心是「競逐合法的世界觀」(struggle over legitimate vision of the world)(Bourdieu, 1985, 1991; Swartz, 1997)。從這些觀點可以推斷布爾迪厄並不把文化看成是次於經濟的。


�「權力場域」是屬於「超場域」（meta-field）。它的功能是調節各場域之間的分化與衝突，決定各類型資本的價值。布爾迪厄有時侯把「權力場域」看成是社會的主導階層，但他也同時注意到國家(the state)在「權力場域」的影響力(Bourdieu, 1999; Swartz, 1997, pp. 136-7)。


� 布爾迪厄曾把文化資本分為三類：(一)身體化的文化資本(embodied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這類型的資本的例子包括學者的學問、技術人員的技術、足球員的球技、畫家的畫功、及作家的寫作技巧等等。這類型的資本需長時間學習訓練才能累積，它們是資本擁有者身體的一部分，會隨身體的死亡而消失。(二)物質化的文化資本(material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例如家中收藏的書、藝術品及鋼琴等等。這類型文化資本是最易通過經濟資本轉換的。(三)制度化的文化資本(institutionalized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例如學歷及文憑。這類型的文化資本出現是為了讓大規模的科層組織(包括政府部門及私人企業)在選拔時有較「客觀」的根據。布氏當然知道擁有制度化的文化資本者不一定擁有身體化的文化資本。一般而言，愈科層化(bureaucratized)的場域愈依靠制度化的文化資本作為聘任、升等、及獎勵的依據(Bourdieu, 1986)。


� 世俗權力是指在整個社會權力場域中的經濟及政治力量。大學教授在大學任職，大學的維持相當程度依靠國家(the state)的財源。因此相對於作家及藝術家，大學教授與世俗權力關係較密切。


� 布爾迪厄討論「經濟主導」或「經濟從屬」階級時，往往把政治因素同時納入。因此，「經濟主導」的意思是指權力來自外在政經關係的主導階層；「經濟從屬」是指與政府、政治組織、企業、及財團缺乏關係者。


� 布爾迪厄曾指出當文化資本的學習沒有被制度化成為客觀化的程序、或沒有被納入學校的課程，文化資本的分佈將完全受學生的家庭背景所決定(Bourdieu, 1979, pp. 17-8)。


� 很可惜布爾迪厄沒有討論教育學院，沒有研究它較重視的是「社會」還是「文化」等級原則，扮演的是「上級」還是「下級職別」，分析成員(包括教授及學生)過去及現在與權力場的關係，以及這一切對它的文化生產及再製活動的影響。


� 比方說，在學界年輕、年資淺的教授一般不容易打敗資深的教授取得「學術權力」。但年輕的教授可以憑靠優秀的研究成果得到比資深教授更高的「科學權力及聲望」。因此，競逐「科學權力及聲望」的教授較不願意服從只靠年資的上司。


� 對修士而言，教會是他們的全部，他們願意把一切都寄託在教會。


� 布爾迪厄大致認為競逐「科學權力及學術聲望」者較多是出身於文化資本極豐厚，但經濟資本相對較少的「主導階層中的從屬」(例如大學教授)的家庭；競逐「學術權力」者比較是來自中產階級中較傾自於文化資本的部份(例如中、小學教師)。布爾迪厄有時候稱後者的出身為「小資產階級」。   


� 根據布爾迪厄在《承繼者》(The Inheritors)所引用的統計資料，法國從一九零一年至一九六三年間法、醫學院學生增加了約四倍；同時期文、理學院學生增加二十三倍。在一九五零年法、醫學院及文、理學院學生分別佔高等教育學生人數的49%及46%；但到了一九六三年，相關的百份比分別是31%及65%(Bourdieu, 1979, pp. 105-7)。


� 舉例說，當時法國有許多有文學、歷史學、及哲學(正典學科)博士學位者在中學任教或從事其他行業。他們在博士班畢業多年一直無法在大學找到教席。當高等教育擴張，大學須多聘教授時，他們就成為了重要的生力軍。然而，新興的科系(例如社會學等)面對擴張壓力時就沒有太多擁有類似的高學歷及學術訓練背景的候選人可供選擇。


� 比方說，在文學系很難找到並非讀文學出身的教授；但很多當時法國社會學系的教授都並非社會學出身。布爾迪厄本身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原本是唸哲學的。


� 舉例而言，法、醫學院畢業生大都從事律師、醫師行業。文學院的文學系、歷史系及理學院的數學系、生物系學生畢業後大都在中學任教。這些傳統學科與未來的就業機會關係是很清楚的。然而，社會學學生畢業後出路是甚麼呢？這問題難以回答，因為門學科與就業機會的關係模糊。


� 布爾思厄強調階級分析除了要注意行動者資本的總量及各種資本的比重，還要分析他們的階級軌跡(class trajectory)----這包括他們出身的階級、其後的階級位置變化、以及今天所處的位置。階級軌跡會影響行動者的「生存心態」。通常從上往下流動者較悲觀，經歷往上流動者較樂觀、對現狀較滿足(Swartz, 1997, p. 162)。


� 布爾迪厄認為不少新興學科畢業生在學時感大學把他們視為次等的。這也助長了他們日後的反建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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